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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量超级富豪，历史上的富豪比现代的富豪更加富有，其中不乏富可敌国

者。中国历史上的富豪主要分布在盐铁、铸钱( 票号) 和对外贸易等垄断性行业，他们通过垄断寻租而非技术
创新积累起巨额财富，遵循着“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模式”。不仅如此，“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模式”还具
有自我循环机制，通过挤占创新资源和诱使社会精英偏离创新轨道等机制进一步抑制了创新。破解“无创新
的巨额财富积累模式”的关键是削减政府手中的权力，消除垄断寻租的空间，从而培育出创新型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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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豪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富豪的财富来源

明显不同。通过分析近年来的“胡润富豪榜”和
“福布斯富豪榜”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富豪主要来
自于高端制造业和通讯媒体科技 ( TMT) 等创新
能力较强的行业，技术创新对发达国家富豪积累

财富而言至关重要。与之不同，中国富豪最多的
行业是房地产。纵观“福布斯中国 400 富豪榜”，
2009年上榜的房地产富豪多达 153 人，2009 年以
后房地产市场调整导致富豪财富缩水，但是 2014
年上榜的房地产富豪仍然多达 106人。由于房地
产本身并不是技术创新型行业，因此，可以推知中

国房地产富豪的财富并非主要来自于技术创新。
事实上，不仅是房地产富豪，目前，中国的富豪普

遍存在创新不足的问题。富豪创新不足会给经济
与社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首先，富豪是国家的精

英群体，本应引领国家的创新潮流，而富豪创新不

足则会导致整个国家缺乏技术创新，进而不利于

长期经济增长。其次，富豪创新不足容易引发公
众的仇富心态，给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回顾历史可知，中国古代的富豪与现代的富

豪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不管是入选《华尔街日
报》“1000年来全世界最富有 50人”的成吉思汗、
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六位富豪，还
是享誉中外的盐商、票号商人和十三行行商等富
豪群体，他们几乎都没有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做出

过突出贡献。既然如此，中国古代富豪的财富究
竟是如何积累起来的，为什么他们不依靠创新就

有足够的能力获得巨额财富?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

来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目前中国

富豪创新不足的根源。

一、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少富豪，而且历史上的
富豪比现代的富豪更富有

由于古代没有统计个人财富的专门机构，个

人财富的详细信息也很少对外公开，因此难以找

到与现代“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富豪榜”类似
的信息完善的富豪统计资料。不过，中国历史上
的富豪与现代的富豪一样备受各界关注，翻阅史

料可以找到三份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古代富豪榜

( 详见下页表 1) ［1］61－65，一是《亚洲华尔街日报》
刊登的“中国历史十大富豪榜”，二是《国朝丛记》
中记载的“嘉靖首等富豪榜”，三是《史记·货殖
列传》中记载的“西汉富豪榜”。
通过分析三张富豪榜可以明显地看到，与现

代富豪相比，中国古代富豪更加富有，富可敌国者

亦不鲜见。比如，“中国历史十大富豪榜”上的清
朝富豪和珅的财富达 11亿两白银之多，而处于康
乾鼎盛时期的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也不过7 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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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白银左右，和珅的财富相当于当时清政府 15 年
的财政收入［2］。上榜的另一位清朝富豪伍秉鉴
的财富虽然没有和珅多，但是也达到了2 000多万
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相比之下，2016年“胡润富豪榜”中国首富王

健林家族的财富只相当于政府财政收入的1．1%，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富豪财富规模之巨大。
“嘉靖首等富豪榜”和“西汉富豪榜”没有列示上
榜富豪的具体财富数额，但是通过梳理史料也可

以对上榜富豪的财富规模窥知一二。《国朝丛

记》中记载“嘉靖首等富豪榜”的上榜门槛是 50
万两白银，其中安国的财富超过 50 万两白银，邹
望的财富接近 100 万两白银，而严世蕃的财富则
超过 100万两白银。明代嘉靖年间政府财政收入
只有 250万两白银左右［3］，即便是按照人均财富
50万两白银的下限计算，这 17 位上榜富豪的财
富总额也高达当时政府财政收入的 3．4 倍。至于
“西汉富豪榜”，其中上榜的富豪邓通还入围了
“中国历史十大富豪榜”，而卓氏等人能与其一同
上榜，可以推知他们的财富规模同样较大。

表 1 中国历史上的富豪及其财富来源

富豪榜单名称 上榜富豪( 财富来源和特殊身份)

中国历史十大富豪榜

刘瑾( 明代，司礼监掌印太监) 、和珅( 清代，任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户部尚书、九门提督等
重要职务) 、宋子文( 民国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金融家) 、伍秉鉴( 清代十三行行商) 、邓通
( 西汉，铸钱业) 、梁冀 ( 东汉，大将军、袭爵乘氏侯) 、吕不韦 ( 秦朝，丞相) 、石崇 ( 西晋，将
军) 、沈万三( 明代，对外贸易) 、范蠡( 春秋时期，农业和畜牧业)

嘉靖首等富豪榜

严世蕃( 尚宝司少卿和工部左侍郎) 、蜀王和黔公( 亲王) 、黄忠等五人( 任中郎将等头衔) 、
陆炳( 锦衣卫都指挥使) 、安宣慰( 土司) 、王崇古家族( 晋商，盐商) 、张四维家族( 晋商，盐
商) 、马自强家族( 晋商，盐商) 、两位徽商( 盐商) 、邹望和安国( 地主)

西汉富豪榜
卓氏( 冶铁) 、程郑( 冶铁) 、孔氏( 冶铁) 、曹邴氏( 冶铁) 、刀闲( 盐业) 、师史( 大型船舶业) 、
任氏( 农业和畜牧业) 、桥姚( 畜牧业) 、邓通( 铸钱业) 、刘濞( 铸钱、冶铁、盐业)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十大富豪榜”出自《亚洲华尔街日报》，“嘉靖首等富豪榜”出自王世贞主编的《国朝丛记》，“西汉富豪榜”出自

《史记·货殖列传》。其中，吴晓波( 2015) 对“嘉靖首等富豪榜”和“西汉富豪榜”进行了梳理，本文直接引用相关资料［1］255。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西汉以来也有两千年

的历史，除了上述三份榜单列出的数十个超级富

豪，还有很多富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盐商、票

号商人和十三行行商等富豪群体，它们的财富规

模都颇为惊人。就盐商而言，周志初( 1997) 估算

得出乾隆时期两淮盐商的年平均利润约为 750 万

两白银［4］，吴晓波( 2015) 估算得到的结果更是高

达 1 200万两白银［1］286，这相当于当时政府年财

政收入的 15%～30%。就票号商人而言，清末极盛

时期晋商票号“每家存款多则七八百万两，少则

二三百万两，每年结利银五百余万两”［5］。就行

商而言，从 17世纪到 19 世纪初的 100 多年间他

们垄断着全国对外贸易业务并因此获得了巨额财

富，成为盛极一时的“天子南库”。“1000 年来全

世界最富有 50 人”之一伍秉鉴就是行商最杰出

的代表，另一位代表潘启虽然不及伍秉鉴富有，但

是财富规模也达到了 1 000 万两白银，同样是不

折不扣的富豪。

二、历史上富豪的财富主要源于垄断寻租而
非创新，遵循着“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模式”

1．中国历史上的富豪主要来自于垄断性行
业。通过进一步分析上述三份富豪榜和盐商等富
豪群体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富豪主要分为两

大类，一类是盐铁业、铸钱业 ( 票号) 和对外贸易
等垄断行业的商人型富豪，另一类则是官员型富

豪。就商人型富豪而言，“西汉富豪榜”中的卓氏
等 7人的财富来自于盐铁业和铸钱业。当时政府
并没有垄断盐铁等行业，不过正是因为超级富豪

的出现才使得政府意识到这些行业的巨额盈利能

力，此后历朝历代大都垄断了盐铁业，并且逐渐扩

大到对酒、粮食、漕运、对外贸易、金融和铁路等行
业的垄断。上述行业之所以拥有巨额盈利能力，

是因为其产品是民众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需求

量巨大而且需求的价格弹性小。伴随着垄断行业
的不断增加，来自垄断性行业的富豪人数也越来

越多:“嘉靖首等富豪榜”上的王崇古等 5 位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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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商;“中国历史十大富豪榜”中的伍秉鉴和邓通
分别是对外贸易和铸钱业的商人;盐商、票号商人
和十三行行商等富豪群体分别来自于盐业、票号
和对外贸易三大垄断性行业。就官员型富豪而
言，“中国历史十大富豪榜”上的富豪多达 7 位拥
有官员身份( 分别是刘瑾、和珅、宋子文、梁冀、吕
不韦、石崇和沈万三) ，“嘉靖首等富豪榜”上的 17
位富豪中也有严世蕃等 10位是官员。
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典型的“官商经

济”现象，这决定了大多数官员型富豪的财富本
质上源自于他们手中所握有的垄断性行业的经营

特权。商人为了获得垄断经营特权，需要向官员
支付大量的竞租成本，寻租成功之后，还需要持续

不断地向官员支付护租成本，部分官员在此过程

中积累起巨额财富，成为官员型富豪。据此，这些
官员型富豪的财富也可以视为来自于垄断性行

业。因此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中国历史上的富豪
财富主要来自于垄断性行业。

2．通过垄断寻租就可以快速积累巨额财富，
古代富豪因此缺乏创新的动力。费正清在其著作
《美国与中国》中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
“中国的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
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

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1］。究其原因，为了
获得充裕财力维护中央集权统治，自汉武帝以来

国家一直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其关键举措就是

垄断盐铁等能够获得巨额利润的行业和资源。在
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的历史环境下，如果不能获

得垄断行业“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
无法工作。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商人更多地通过
垄断寻租( 关键是获得垄断经营特权) 而非技术

创新来积累财富［6］。这决定了中国古代富豪普
遍遵循着“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模式”，上文所
述的盐铁业、铸钱业( 票号) 和对外贸易行业的富
豪几乎无一例外。
自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盐业专营，历朝历代

几乎无不效仿管仲的做法，而盐业收入也一直是

政府的重要财源。古代政府主要通过制定专卖制
度来实现盐业专营，比较有影响力的专卖制度有

宋代的“钞引制”、明代的“开中制”和明清的“纲
盐制”。这些专卖制度的核心是，政府将盐业经营
的特许权授予少数商人，比如“纲盐制”把盐商分
为 10 个纲，按纲编制纲册，册上无名者不得从事
盐商生意。有学者计算淮盐的收盐价格与销盐价
格的差价后发现，两淮盐商的利润率高达

50%［7］85。商人一旦获得盐业经营特权，将会快

速获得巨额财富。毫无疑问，盐业专营制度创
造出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而商人们也将寻租作为

了首要任务。研究表明，不论是山西盐商、两淮盐
商，还是其他有影响力的盐商，最终获得盐业经营

特权的大多与官府权贵有着紧密联系，其中一部

分本身就是官员的亲戚和下属，这充分反映出盐

商主要通过寻租而非技术创新积累财富的典型

特征。
票号由晋商创办，而且晋商自始至终主导着

全国的票号业务，极盛时期晋商票号几乎垄断了

全国的金融业，并因此而被称为“汇通天下”。晋
商之所以能够长期垄断票号并获得巨额财富，主

要得益于他们所拥有的两类特权，一是京饷及协

饷的汇兑权，二是行业准入资质［1］。京饷和协饷
分别是指地方上缴中央的税收以及各地之间的官

银往来，由于这些“公款”规模庞大而且票号只需
对“公款”支付极低的利息( 甚至不支付利息) ，因
此京饷及协饷的汇兑权能够为晋商票号带来巨额

利润。为了获得京饷及协饷的汇兑权，晋商票号
想方设法通过寻租寻找政治依靠。行业准入资质
是晋商为了打压已有的和潜在的竞争者，游说清

朝政府设置的行业准入门槛，即票号开业前必须

申请营业执照———“部贴”。要想获得“部贴”必
须有同业者的联保，而同业者绝大多数是晋商，

由此便为晋商票号筑起了保护墙。票号业务属于
金融服务业，其本身的技术创新就较少，晋商获

得两类特权之前曾经在票号激励机制、金融工具
和会计工具等方面做出了一些重要创新，但是获

得特权保护之后，晋商可以轻而易举地积累巨额

财富，他们也因此而失去了创新的动力。毫无疑
问，票号商人的财富同样主要来自于垄断寻租而

非技术创新。
行商是清朝政府对海关实行管理和经营分离

制度的产物，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外国商人不能与

中国商人直接做生意，由政府指定一些商人作为

中介同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些被特许从事对外

贸易的中介商人就是行商。公行和商总制度逐渐
让行商成为“对外一致行动，对内垄断利益”的垄
断型商帮，其创造财富的能力与浙商和徽商也不

相上下。普通商人必须通过官府的资质审查，并
获得营业执照———“行贴”之后才能获得行商资
格，而行商的巨额垄断利润则诱使商人设法寻租。
与盐商和票号商人类似，行商的巨额财富并非来

自于技术创新，只要他们获得了“行贴”，就获得
了贸易经营特权，然后通过包销外商运来的商品

和帮助外商购买出口商品等传统业务就可以积累

·711·



巨额财富。

三、“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模式”具有自我
循环机制，会进一步抑制创新

1．为了获得并维持垄断行业的特许经营权，
商人需要花费大量财力用于竞租和护租，这会对

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寻租可以使商人快速积
累巨额财富，但是在寻租过程中需要支付成本，主

要包括竞租成本和护租成本［7］86－87。所谓竞租成
本，是指从没有经营特权到获得经营特权过程中

所需要的成本支出。以行商为例，据史料记载，
“行商的地位，是由献给政府的一大笔金钱而获
得的，这笔钱听说甚至高达 20 万两白银”［8］，其
中的“20万两白银”就是商人为获得特权要支出
的竞租成本。而护租成本指的是，在获得了经营
特权之后，商人为了维护其租金收入，仍然需要持

续性地投入财力以防止其他寻租者争夺其经营特

权和租金收入。通常情况下，护租成本比竞租成
本要高，而且会越来越高。这是因为，当商人凭借
经营特权逐渐积累起财富之后，越来越多的商人

将会参与其中，这提高了官员的谈判能力和议价

权，在此情形下，商人必须支付更多的成本来保护

已经获得的经营特权。
富豪为了寻租( 竞租和护租) ，通常要耗费大

量的财力，这会挤占他们能够用于创新的资源。
如表 2所示，清代盐商的寻租支出主要用于向政
府的各种“报效”，清代盐商给予政府的军需报
效、水利报效、备公报效和赈济报效等寻租支出累
计达 8 100 多万两白银。其中，实力雄厚的两淮
盐商报销金额达 5 400 余万两白银，占全国盐商
报效总额的 66．7%。事实上，正是得益于强有力
的寻租活动，作为后起之秀的两淮盐商才得以取

代山西盐商成为全国实力最为强劲的盐帮。与之
类似，票号商人和十三行行商也需要花费大量的

寻租支出来维持特许经营权。晋商票号商人的寻
租支出包括向政府的捐纳和借款，自第一次鸦片

战争开始，捐纳和借款就成了山西票号两项最主

要的支出，大大挤占了票号可以用于其他生产性

活动的资金空间［9］。为了保住贸易特权，十三行
商人也不得不多次向政府捐献银两，官方档案统

计资料显示，1773—1835 年间十三行商人向政府
“主动报效”和“捐输”的金额达到 508．5 万两白
银，这仅仅是史料记载的一小部分，史料没有记载

的金额应该更多［1］307。

表 2 清代所有年份盐商向政府报效的累计金额 单位:万两白银

类 别 军需报效 水利报效 备公报效 赈济报效 杂项报效 合 计

金 额 4 869．4 1 668．5 981 425．1 159．7 8 103．7

资料来源:引自郭正忠( 1999) ［10］

2．富豪通过寻租积累的财富不会长期停留在
生产领域，其中很大一部分被转移到奢侈消费领

域，这进一步挤占了用于创新的资源。中国历史
上的富豪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他们在致富以后大

都将大量财富从生产领域撤出并用来消费，大规

模购买土地或者修建奢华的庄园别墅。一个直观
的证据是，历史上的富豪群体留给后世最深刻的

烙印往往是他们曾经居住的豪宅，“中国四大名
园”之一的苏州拙政园、山西祁县乔家大院以及
和珅的府邸恭王府等名胜古迹就是其中的代表。

究其原因，中国历史学家王亚南在 20 世纪 40 年
代就曾断言，“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
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

因此，中国古代富豪的财富积累高度依赖于他们

与掌权者的关系，但是这一关系必然是脆弱的和

不对等的。对未来财富安全的不确定性预期使得
富豪们将所积累财富的很大一部分撤出生产领

域，转到消费领域。但是，这同样挤占了原本可以
用于生产领域尤其是用来进行技术创新的资源，

使得整个经济失去了创新的活力。
3．寻租的本质在于“官商结合”，这激励着社

会精英走“升官发财”之道，导致人力资本积累偏
离了技术创新的轨道。盐商、票号商人和十三行
商人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向政府官员的寻租，其本

质在于“官商结合”。“官商结合”中的“官”是不
可或缺的，要想快速积累财富，要么自己成为官

员，要么与官员建立密切联系。对于普通民众而
言，他们一般没有足够的财力与官员建立联系，因

此，通过发奋学习考取功名，走“升官发财”之道
成为毕生的梦想。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
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
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广为流传的谚语就能深
刻体会到普通民众对通过考取功名进而“升官发
财”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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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是隋唐至清末长达 1 300 年间( 公
元 605—1905年) 历朝历代政府选拔官员所采用
的制度，莘莘学子要想步入仕途，必须闯过科举考

试这座独木桥。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科举制的形
式是公正的，但是其考试内容导向是四书五经等

非生产性的知识，而不是数理化等生产性的知

识［11］。在这种精英选拔体制下，考生需要表达
的是对当政者的支持以及对体制的拥护，而科学

技术和工艺技能则几乎被完全忽视。正如林毅夫
( 2007) 和蔡昉( 2013) 等学者所言，科举制度把有
利于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积累道路牢牢地堵死

了，无数有天赋的社会精英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儒

家经典的背诵、记忆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力，因而
无暇顾及和科举无关的其他知识，尤其是与科学

技术相关的知识［12］［13］。
经济增长理论表明，长期而言一国经济增长

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主要是由社会精

英人群尤其是精英企业家所推动的。科举制度下
中国的人力资本存在严重错配，整个社会失去了

技术进步的源泉。在欧洲 18 世纪工业革命进行
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却发展到了官商经济的

巅峰，盐帮、票号和行商等富豪群体全都依靠权力
寻租而非技术创新来积累财富，导致中国与西方

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越拉越大［14］。

四、主要结论和启示

中国历朝历代从来不缺少富豪，其中既有和

珅等富可敌国的官员型富豪，也有盐商、票号商人
和十三行行商等拥有惊人财富的商人型富豪，而

且这两类富豪的财富都主要来源于垄断性行业。
只要通过寻租获得垄断行业的经营特权就可以积

累巨额财富，因此富豪缺乏创新的动机，他们普遍

遵循以垄断寻租为核心的“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
累模式”。更严重的是，“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
模式”还存在着自我循环机制，会进一步抑制社
会创新。其一，为了获得并维持垄断行业的特许
经营权，富豪需要花费大量财力用于竞租和护租，

这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其二，富豪通过
寻租积累的财富并不会长期停留在生产领域，其

中很大一部分被转移到奢侈消费领域，进一步挤

占了创新资源。其三，寻租的本质在于“官商结
合”，这激励着精英人才专注于“升官发财”之道，
进而导致人力资本积累偏离了技术创新的轨道。
将目光放在当前的中国富豪可以发现，“无

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模式”仍然存在。房地产行
业是当前中国最为盛产富豪的行业，究其根源，土

地的垄断属性意味着只要房地产商获得了土地开

发使用权，就可以非常容易地积累巨额财富。从
这一点来讲，房地产富豪与历史上的盐商、票号商
人和行商并无本质区别，他们的巨额财富同样来

源于垄断行业的寻租而非技术创新。与之类似，
对煤炭等资源行业而言，只要获得了资源的开采

特权，就可以快速发家致富。“无创新的巨额财
富积累模式”得以延续的关键在于政府手中握有
对生产要素的管制权以及行政审批权。因此，只
有通过进一步削减政府手中的权力，并且加强法

制建设以约束政府行为，消除寻租空间，才能有效

解决富豪创新不足的历史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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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inancialization Development on the Ｒeal Economy in China
CHEN Xiang－guang，GUO Yi

( 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School of Economics，Beijing 100872)

Abstract: Financialization is a kind of economic phenomenon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netization，

money capitalization and capital virtualization，making the possession and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income

increasingly take the form of money and non－monetary financial asset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netiza-

tion，money capitalization and capital virtualization，the financialization in China is developing rapidly，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conomy from different aspects． While stimulating the economy to some extent through

the wealth effect and other channels，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ization has caused a greater separation between

the accumulation of re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urrency capital and fictitious capital，amplified the in-

terruption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led to the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move-

ment of the accumulation of currency capital and fictitious capital，as the financial prosperity disconnect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conomy． Meanwhile，having strengthened the liquidity and speculative nature of capital

and the internal instability of financial system，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ization would trigger financial and e-

conomic turmoil and crisi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China to prevent the excessiv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ization and avoid falling into the financialization trap．

Key words: Financialization; Capital of Financialization; Financial Expropriation; Wealth Effect

History Trace for the Lack of Innovation by the Chinese Ｒich
CHEN Xiao－liang，CHEN Yan－bin

( 1．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Institute of Economics，Beijing 100836;
2． 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School of Economics，Beijing 100872)

Abstract: In Chinese history，there were many super rich who are richer than the current rich． The rich mainly

distributed in monopoly industries such as salt，iron，coin－minting ( bank) ，foreign trade． They accumulated

wealth mainly by rent－seeking instead of innovation． We call the Chinese rich follow“the pattern of wealth accu-

mulation without innovation”．What’s worse，“the pattern of wealth accumulation without innovation”was self－

perpetuating． It can inhibit innovation by squeezing sources used for innovation and inducing social elite depart

from innovation． The key to break“the pattern of wealth accumulation without innovation”is to cut the rights

hold by the government and eliminate the space for rent－seeking． In that case，China can cultivate rich with e-

nough innovation activities．

Key words: Chinese Ｒich; Monopoly Privilege; Ｒent－seeking; the Pattern of Wealth Accumulation without In-

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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